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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建立在社會行動者是強互惠與考量公共利益，而非完全自利的

前提下，探討依據平等、互惠與合作的社會治理模式得以生成的微視面

和鉅視面的作用機制，並且闡釋強互惠的社會稟性是在社會互動和特定

歷史及社會情境中逐漸發展出來，且持續被社會建構的。社群治理在市

場或層級組織以外，被當成一種調節管制社會關係的理念型，具有重要

的理論和實踐的意涵。面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與代議民主所面臨的困

境，社群治理模式讓我們有了創新替代方案的理論基礎，並且進一步打

造出不同的社會經濟組織和制度設計之可能性。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的

連結企圖彰顯理論思考和社會實踐的緊密結合，理論反省提供社會實踐

可能的創新構想，社會實踐則回饋理論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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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lecture investigates micro as well as macro mechanisms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arian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most social actors with value of strong reciprocity. It also emphasizes 

that value of strong reciprocity is socially constructed and communitarian 

governance is established and revised under different socio-historical contexts. 

In addition to market and hierarchy, communitarian governance is the third 

way to regulate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a particular society. Facing serious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ommunitarian governance provides an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base to design innovative alternatives under curr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o link communitarian governance and social 

innovation, this lecture demonstrates possibilities of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social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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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這次主題演講的定位是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實踐的結合，也是在面對

臺灣與全球劇烈社會變革的脈絡下所發展出來的討論。2008年的全球金

融海嘯之後，接續而來是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嚴重的歐洲債券問題、全

球占領華爾街的社會運動等重大社會經濟事件。這些事件也廣泛地引起

拉丁美洲和歐洲社會學家的關注，拉丁美洲社會學會年會對於全球經濟

波動之於國家政策、社會不平等影響有許多的討論，現場還有智利學生

抗議新自由主義思想干預政府決策所造成的高學費政策。歐洲社會學會

的主題則是騷動的年代，也是探討全球經濟體制危機對歐洲各國的影

響。2014年國際社會學會的主題還是延續2009年國際社會學會會員國會

議的主題：面對社會不平等。顯然，不同地區社會學者對於當代資本主

義經濟制度、科層的國家體制更為迫切地尋找其他可能的替代或補強方

案。當然，我們無法完全瞭解當代經濟體系的問題，是不是像馬克思與

恩格思在19世紀時那麼的嚴重（Engels 1845），不過我們可以知道，探

討當下經濟與政治制度的問題，並透過社會學理論的思考來提出可能的

替代方案是非常重要的。這些經理論思考所得、能解決當代問題的各種

替代方案，即是本文所謂的社會創新。

從理論的層次來看，經濟制度是分配資源，但並不必然是極大化經

濟活動的利益，而可能是重分配或是互惠（Polanyi 1957）。如何建立或

發展出一些以社群利益為主的經濟運作模式，例如，互惠分享式經濟、

有限利潤的社會企業、參與式經濟等，是值得探討的。不過，我們需要

分析這些替代模式的社會行動基礎和制度結構原理；也就是說我們想要

去探討：預設社會行動者是強互惠，相對於預設社會行動者是自利的，

在社會互動與社會結構的形成可能有什麼樣的差異、可能有什麼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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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這樣的理論探討其實是指向當代社會盛行的兩種社會互動治理機

制─國家與市場─的另外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社群治理。這種治

理模式絕對不是創新，但是過去一百年來，社會科學學者很少充分的

理解它，或把它當成是市場失效或（與）國家失效的另外一種可能性

（Bowles and Gintis 2005; Ostrom 1990）。作者認為社會學的研究主要

是對應著社群治理的模式（雖然不限定於此一模式，也可以研究國家與

市場），不過社群治理是社會學學術社群最應該著力去探討的制度。國

家與市場制度都是從假設社會行動者是自利的角度出發，只是透過不同

的模式來規範社會行動者的自利，以便發展出穩定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秩

序。但是社群治理的制度則是建立在一個相當不同的預設：社會行動者

的價值是社會建構的，社會成員的互動過程會發展出互惠、合作和公共

利益取向的基本規範，因而社會的運作可以在沒有激烈競爭或少數菁英

的指揮命令、而且大多數社會成員擁有尊嚴的物質和非物質的生活狀態

下進行。

二、自利、強互惠與社群治理

從社會學探討社會合作制度的發展，在微視的層次，是從行動者行

為預設出發。相較於新古典經濟學或是政治思想家Hobbes假設人是自利

的，本文則是提出社會行動者是強互惠的（strong reciprocity）。Bowles

等人（2005: 8）對於強互惠的定義是：社會行動者即便自己付出成本

且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得不到利益回報，卻仍願意和他人合作，或者願意

懲罰那些違反合作規範成員的稟性（predisposition）。再者，強互惠的

行動者是有條件的利他主義，而不是無條件的利他主義行動者，他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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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利他主義的行為，是奠基於其他人也願意在後續互動過程中表現

出利他主義的行為。換句話說，強互惠的行動者在提供公共資源的開端

期，會願意付出，但如果其他人在接著下來的社會互動不付出、只是坐

享其成，那麼他就不願意再付出資源來維持公共財。不過每一位社會行

動者所具有的強互惠價值不同，強度越低者，在觀察到一次或兩次他人

的不付出，就會停止強互惠的行為。強互惠的行動者對於在提供公共財

時不合作的他人，會願意付出代價懲罰他們，這種懲罰是一種二階的公

共財（Heckathron 1988, 1990; Ostrom 1990: 45），自利的行動者不會願

意進行這種處罰，因為只要有人進行懲罰工作，他付出代價、其他人就

可以享受成果。不過，這種利他主義的懲罰要能夠持續，前提必須是其

他團體成員願意在適當的時候也出面懲罰那些不遵守合作規範的人。

這個強互惠的概念，是從公共利益出發；行動者對公共財的付出，

可能得到好處，也可能得不到好處。而無論哪一種狀況，他仍然願意付

出，這是因為他認為公共利益的重要性比個人利益要來的高。如果從利

益計算的角度來討論，強互惠的行為可以只有利他性，也可以同時具有

利他性與自利性。強互惠的行為除了考量自己的利益或福祉外，也會同

時考量他人的利益和福祉。強互惠行動的目的不僅是增加自己的各種

好處，同時也是希望別人透過社會互動得到相當的福祉。就如同Adam 

Smith（1761）所說的「人性中顯然還有一些原理，促使他關心他人的

命運，使他人的幸福成為他的幸福必備的條件」。另一方面，當我們提

出強互惠是將公共利益當成優先價值，這時強互惠的行為就可能不只是

理性或利益的計算，而還可能是社會行動者順從社會規範，慣常採取

一定的行為方式（Macy and Skvoretz 1998）。或者，他是根據自己所

接受的道德情操，採取特定的行為模式（Smith 1761）。最後，Fehr與

Gachter（2002a）的研究則是指出進行強互惠的利他主義懲罰，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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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是因為情緒感受；也就是基於一種對於坐享其成的不公平與不正

義行為之憤怒和不滿，因而不計代價地採取處罰作為。綜合來說，強互

惠的行為是因為理性計算、規範的順從、情緒反應、或者三者不同程度

結合而產生的。

對於社會行動者強互惠或條件性利他行為的發生，不同學科的

回顧性文獻所指出的形成機制有六種類型。第一是親屬選擇（kin 

selection），這是基於增強繁衍後代的機會，具有血緣親近性的行動者

會犧牲自己的利益幫助親人（Henrich and Henrich 2007; Nowak 2006: 

1560-1563）。第二是直接互惠（direct reciprocity），這是在重複交換的

情境下，社會互動的雙方有機會在下一次使用一報還一報（tit-for-tat）

的方式對於利他者報恩或對自利者報復（Axelrod 1985; Kollock 1994; 

Nowak 2006）。第三、社會行動者在社會互動過程沒有直接從他者得

到任何回報，而可能是從其他人得到回報，甚至於沒有得到任何具體的

回報仍然願意在公共財付出，這就是間接互惠（indirect reciprocity）。

和直接互惠比較，間接互惠的重要性在於它帶來非同一社會團體的成員

之間或陌生人之間的社會合作可能性；聲望、訊息傳遞是使得間接互

惠可以發生和維繫的根本機制（Fehr and Fischbacher 2003; Henrich and 

Henrich 2007; Nowak 2006: 1560-1563; Nowak and Sigmund 2005; Willer 

2009）。第四、網絡互惠（network reciprocity）指的是有社會連帶的行

動者，彼此會持續進行互動與交換，懲罰不合作者或是讚許表現強互

惠行為者，讓這些行為能形成與持續。第五、在人類演化過程中不同

社會團體的競爭，使得內部成員是強互惠行為模式、願意為了公共目

標犧牲部分個人利益的社會團體，可以得到更高的存活機會（Fehr and 

Fischbacher 2003; Henrich and Henrich 2007; Nowak 2006: 1560-1563）。

最後，建立一套完整的懲罰機制也是維繫強互惠行為的條件（Feh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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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hbacher 2003; Kollock 1994）。

這些文獻基本上是以個人為主要分析單位，並且假設這些社會行動

者是理性的；他們會在社會互動、社會團體的過程中考量付出的代價和

得到的各種利益，再決定是否要在後續的互動中和他人合作。但在社會

互動和團體參與過程中，社會行動者和他者的互動是一個符號交換與

意義詮釋的過程，彼此的偏好、理念、規範的重視程度等都會彼此影

響。也就是說，社會行動者的態度、價值、偏好是變動且互動依存的

（interaction-dependent），行為的選擇不是單純由態度或偏好所決定。

因此，社會互動和社會團體對於行動者強互惠行為模式的影響是相當重

要的。本文將用這樣一個具有社會學意義的方式來探討強互惠與社會合

作，嘗試結合社會行動者個人層次，再連結到社會互動、社會結構和社

會制度層次，提出一個分析架構。

（一）強互惠的形成與維繫

若要從個人層次出發，探討強互惠（利他）行為為什麼會出現，就

要從人類演化的角度來探討。人類經過六萬五千年的演化，生理上相當

重要的特徵就是腦部容量大幅增加，約是一般靈長類動物的三倍。這個

生理基礎，提供人類複雜的符號（symbols）處理能力，並發展出相當

有特色的語言和文字系統。這個符號系統具有類推性（generativity），

也就是說同一個記號（signs）可以透過比喻或是其他模式發展出不同的

意義，並且構成一套傳遞意義的系統，來傳遞對他人生命經驗的理解。

人們最初的能力是觀察別人的行動，自己在心裡模擬（mimesis），

然後才修正自己的心理感知能力。所以，人們的非口語溝通和注意他

人動作的能力都大幅提高。這奠定社會行動者對他人善意的稽核能力



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　9

（goodwill accounting）之發展基礎。此外，訊息解讀理論對於強互惠

起源的解釋是相當重要的（McCabe 2003: 158），人們具有符號詮釋、

意義掌握與瞭解他人善良作為的能力，可以讓參與社會互動的雙方，接

受別人的觀點，並經過想像與評價，調整自己的角色，學習社會規範

（Blumer 1969）。換言之，偶然的利他社會互動，若經過行動者詮釋為

「對方是善意的」，下一次互動他便願意表現出強互惠行為，這樣的正

向循環就可能促成更多的強互惠行為。

Benkler（2011: 85-87）根據同理心態（empathy）的研究文獻

（Singer et al. 2004）和合作行為的研究文獻（Ernest-Jones, Nettle and 

Bateson 2011），指出人們對於其他人的處境有基本關懷，這也是前述

Adam Smith所提出的道德情操論觀點。當一個行動者更瞭解互動的對象

時，例如他看到對方的照片、瞭解對方的職業或是就學經驗時，就會改

變他與其合作的意願，這是建立在人類同族連帶的同理心。因此，要讓

我們幫助陌生人的方法之一，就是透過說故事或是提供一些個人的資訊

來人性化或個人化那些受助者。Kiva這個透過網路平台進行跨國微型貸

款的非營利組織，就是將受助者是誰、拿到錢要如何用等資訊放在網站

上，接受全球公益人士提供資金。這產生的結果是願意跨國提供小額貸

款的陌生人數量增加；而借款的非洲和東南亞各國民眾，其還款率也高

達98%（Flannery 2007）。

有關於情緒對社會行動者強互惠或者利他的價值與信念的影響，也

引起社會學者的關注。Elster（2009）就指出情緒是形塑信念（beliefs）

和需求（desires）的基本因素，這和瑞士學者Fehr等人指出「利他主義

懲罰的最根本動機是情緒」的看法一致（Fehr and Gachter 2002b）。也

就是說，社會行動者選擇利他主義而非自利，是因為受到不公平的對

待，或是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所引起的情緒。有些研究將情緒區分為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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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原發性）和道德性（社會性）（Prinz 2007），這樣的論點提醒

我們，情緒不只是生理反應，也可能是經過社會行動者的認知詮釋後生

成的。社會互動導致的原發性情緒，例如憤怒（anger），就可能造成

社會行動者對於他者嚴厲的懲罰。如果他者認為這樣的懲罰不公平，也

出現憤怒感，那麼就很有可能出現進一步的社會報復行為。另一方面，

如果社會互動造成他者的反應是社會性的情緒，例如罪惡感（guilt），

被懲罰的他者通常不會有報復的行為（Hopfensitz and Reuben 2009）。

綜合來說，兩種不同情緒對於利他主義懲罰的反應是不同的，憤怒會引

發反社會報復行為，有可能降低利他型懲罰的發生；而罪惡感則是不會

引起報復行為，利他的懲罰會持續發生。由此可見，不同類型的情緒反

應，會影響社會行動者要不要採取強互惠的行為。

在社會互動的層次，特別是訊息（語言和非語言）的交換層次，對

於社會行動者雙方所造成的影響一直都是社會學研究討論的重點。訊號

傳遞論（theories of signaling）探討基本的資訊交換，它是一種基礎的溝

通理論（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s）。訊息傳遞的研究包括：傳遞者、

接受者、傳遞的社會架構與情境、傳遞的媒介（符碼、肢體動作）、傳

遞的工具（印刷術、網路等）、認知或詮釋的框架。即便在互動雙方是

完全陌生的狀態，社會行動者並不是隨意的去選擇互動對象。有學者就

提出分類（assortation）的論點（Sethi and Somanathan 2005），這和社

會學者Michael Macy（1990, 1991）的理論是一致的。分類的理論指出

社會行動者會透過各種訊息的搜尋和獲取，去尋找和自己類型相同的他

者進行互動。他們透過偵測（detection）和投射（projection）兩個步驟

去取得非語言的訊息，而這些訊號是不容易模仿的；雖然不見得完全正

確，但應該可以有很高的機會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強互惠者、哪些是投機

主義者。這使得那些彼此互惠的行動者可以持續往來，降低被投機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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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便宜的機會，最終讓強互惠的社會成員可以存活下去。此外，傳遞聲

望、傳遞願意相信別人與值得被別人信任的訊息，是經常被提到的促進

強互惠行為和合作的機制。Goffman（1972）就指出，在陌生人為主的

社會互動情境，我們通常會對其他陌生人顯現文明的不在意，不去打擾

在公共空間的他者；這樣的舉動傳達我們對其他人的尊重，可以創造一

種信任和共享的社會存在感，讓大家願意在公共空間安心出現。而且，

社會信任可以逐漸累積和提升，當然有利於強互惠行為的發生。

人類社會互動的過程經常是傳遞具有符號的訊息，而這就會有符

號詮釋的過程。Goffman（1967）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社會行動

者對於他者表情的反應（expressive behavior）是建立在他相信的或想像

的別人想要表達的是什麼之評估（his assessment of what he believes the 

other is really thinking），而不是那些資訊有真正在互動過程中傳達出來

（what 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這是一個類似Cooley鏡中之我的論

點。Goffman認為他者在表情上透露訊息，經過行動者詮釋評估這個他

人表情所代表的意義，然後再決定自己的下一個回應的行動；所以我們

在社會互動時，不是看到他人表情就反射出一套動作。訊號傳遞論所處

理的基本資訊交換過程，發展到符號互動論的框架就可以發現更為複雜

的訊息詮釋和回應機制。互惠和社會合作在不斷的符號互動中進展，因

此社會行動者的詮釋慣行和雙方詮釋的差異，經常是合作是否能持續進

行下去的重要影響因素。

Anthony（2005）的研究指出，社會團體認同和規範的執行對於

公共財開始的創造有幫助，但是繼續擴大與維繫則要靠互惠性原則

（reciprocity）。社群成員必須透過一而再、再而三的互惠行動，告訴

他人自己是願意投入的、是值得信任的；同時從別人的回饋行動中，取

得必要的信任和別人的資訊，因而願意去相信其他居民不會當搭便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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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以信任與互惠的關係是一個正向反饋。也就是說正面付出，得到

別人信任，接著別人也付出，使我們願意相信別人，累積更多的信任。

這是在社會互動層次，社會行動者的行為表現出（不是符號或是主觀詮

釋的面向）如何傳達值得被相信以及願意相信別人的過程。這也彰顯透

過行為層次不斷地讓他者看到我們有關信任的具體表現，是讓強互惠與

利他可以發生的狀態。在人類學關於社會互動的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

是禮物交換（Mauss 2000[1872]; Sahlins 1972），原初社會部落間成員的

禮物交換基本上也是不斷地透過行為表現，來增強彼此的信任，願意持

續進行強互惠的交換。

結合訊息傳遞理論和網絡理論以及Watts等人（2007）提出之社會

影響論，我們就更為容易理解，訊息傳遞出去以後，如何產生互惠和社

會合作的作用。在一個社會團體中，少數的社會行動者傳達合作的訊

號，如果這個團體的很多成員是容易受他人影響的，那就可以透過網絡

連結，改變團體既存的自利態度，而發展出互惠與合作的價值。當強互

惠團體形成後，這些團體有機會影響鄰近的團體，逐漸將強互惠的規範

（訊息）傳遞到其他團體，成為社會共同的規範。更重要的是，當一個

全然自私自利的社會偶然出現一個強互惠小團體，她的成員只要有機會

和這個社會其他自私的成員進行社會互動、傳遞訊息，並且產生社會影

響，這些自私的人就會因為利益的考量逐漸接受強互惠的互動規範，且

在一定的條件下不再被其他自利的互動規則所取代（Axelrod 1984）。

社會互動過程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就是資深的社群成員教導新進

成員社會互動所需要的規範；這種社會學習的機制對於強互惠的發展也

很重要。社會學習可從不同年齡兒童自利與強互惠（利他）的變化看

到其影響；當然生命週期道德發展階段的差別也是一個例證。Fehr等人

（2008）討論三歲到八歲小孩的平等主義價值是如何變遷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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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出在這三種遊戲中，隨著年齡增加，在自己可以拿到兩個糖果的情

況下，選擇分配自己和別人各一個糖果的比例（自己少拿一個糖果，去

分享給別人的比例）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也就是三到四歲的小朋友是

比較自私的，平等主義價值從五歲到六歲逐漸增加，到七歲與八歲的

小孩是最高的。Almas等人（2010）探討小孩到青少年階段（五年級到

十三年級）資源分配的模式，發現不同年齡行動者從小時候平等主義

者、到少年時期的功績主義發展到青少年時期的強調效率的自由主義取

向。他們的研究也發現五年級、七年級、九年級、十一年級與十三級在

單純的獨裁者賽局分配資源時，都不是自私的，給別人的平均資源都是

全部的45%。在賽局中，他是可以全權決定所有分配方式的獨裁者，但

是他不自私；其他學者也有相同的結論（Camerer 2003）。這些在實驗

設計研究分析中得到的結果和Hobbes的基本假設很不一樣，人們似乎不

是那麼的自私，且人們展現願意幫助別人、和別人分享的強互惠態度。

符號互動論強調透過社會團體社會化、模仿或是學習別人的角色來習得

重要規範，也是讓小孩逐漸瞭解別人的處境，內化分享或是強互惠的社

會規範。在社會學習過程中，社會行動者是回溯理性的，他們不一定要

在得到完整資訊並經過充分理性計算後，才決定自己的行為，而可能在

持續的社會互動中受到他人的影響。他們會從過去的行為是否得到社會

認可，或是出於避免他人或集體懲罰來決定自己的舉止；經過一段時間

的制約（reinforcement）以及熟悉他人對自己的期待，進而接受團體規

範，而成為一種在規範引導下的慣常性行為（Macy 1990: 810-812）。

我們可以引用Smith and Bird（2005）研究澳洲土著海龜捕獵的分

享案例來說明社會學習的重要性。這個部落海龜獵取團隊的成員沒有分

到比較多的龜肉，往後也沒有從別人那裡得到比較多的回報。所以認為

「分享是為了減少食物取得的不確定性、得到別人回報」的論點，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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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這些土著是從良善行為「debe tonar（the good way）」的概念

出發，來看待自己的分享行為，這是一個團體的規範（不見得是領導者

訂定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分享就是遵守團體的規範，所以社會行動

者分享冒著生命危險取得的龜肉是高成本訊息傳遞（costly signaling）行

為，其意義是內在的，是要彰顯自己強烈認同這個社會團體。當然，分

享龜肉的行為可以得到好聲望，以後別人就更願意和你合作，只是這樣

的間接互惠不見得是最重要的。對於澳洲土著來說，計算著分享會有什

麼回報，這是自私的分享。自私的分享就不是符合團體規範的分享（不

是debe tonar），所以間接互惠只是非預期的結果，或者說高成本訊息傳

遞者不會事先去考慮的因素。兩位作者強調社會成員透過規範遵守來證

成個人的團體歸屬與認同之論點，這種道德情操論或是規範意義論是相

當有意義的，也說明社會規範是促成合作、促使社會團體發展出強互惠

特性的重要因素。為了強化強互惠的規範，人類社會很有可能發展出強

調合作、寬恕和奉獻的宗教制度，就是將規範系統化、建制化，這是一

個更為巨觀層次的制度規範理論（Norenzayan and Shariff 2008）。

社會團體內的社會互動透過給予聲譽（reputation）來鼓勵成員表

現強互惠或利他主義的行為，是一個社會合作研究的重點。聲譽會在重

複的社會交換中逐漸累積（Fehr and Fischbacher 2003: 789），問題是，

在社會團體互動過程中，聲譽是如何產生並且在團體成員間出現差別

呢?過去研究測量聲譽的主要方式是在公共財遊戲中，由參與者分別對

貢獻於公共資源多寡不等的他者給予評價（Sommerfled, Krambeck and 

Milinski 2008; Willer 2009）。不過，有必要更為細緻的去討論社會行動

者是立基於什麼樣的基礎去給予聲譽。Willer（2009）就指出，觀察者

要看到捐獻者相對於自己的資源犧牲程度和團體受益程度，並且認定後

者是出於團體利益的動機而在公共資源上主動付出。觀察者會透過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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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詮釋給予捐獻者高的聲譽。而社會其他成員會更樂意和這些擁有高聲

譽的人合作，也更願意接受他們的影響；這些高聲譽的人當然也可以得

到更多由其他團體成員提供的物質資源。聲譽高的人，在付出後得到較

高的社會地位，得到更多符號和物質的回饋；他們在下一次的公共財創

造時，付出的可能性與數量都會更多。更重要的是，他們發展出越來越

強的團體利益之行為動機，也就是強互惠的態度。一個社會團體成員傾

向於利他、提供公共財，而不是投機或搭便車，因為他可以得到聲譽上

的回報，並且得到更多互惠的合作。這樣正向反饋機制解決了自利取向

的社會行動者不願意參與提供公共財或合作的問題。研究結論也指出這

是社會階層分化的可能機制之一，而且社會地位層級化不會妨礙合作與

公共財的創建，反而是有利的條件（Oliver, Marwell and Teixeira 1985; 

Oliver and Marwell 1988; Macy 1990）。

不過，因聲譽差別評價所造成的社會地位層級化是否能夠穩定地維

繫公共財，這個問題存在一個內在矛盾。因為那些少數地位高的社會成

員一直提供公共所需的資源，在其他人沒有付出的情況下，自己是一直

被占便宜的。雖然他得到好名聲、影響力與物質資源，但付出與回報不

成比例。那些無法取得高聲譽的大多數團體成員，通常會選擇坐享其

成。當搭便車的人越來越多，少數的高聲望成員投入公共財的意願就會

逐漸降低到沒有人願意付出。那麼如何解決這樣的困境呢？第一個可能

的模式就是提供這些聲譽高的人懲罰機制，讓那些投機份子願意付出，

不過懲罰的成本大小是關鍵作用因素（Fehr and Fischbacher 2003）。第

二個可能模式是高聲譽的人選擇性的對公共財付出：只對那些維繫社會

地位階序穩定性的必要公共財付出。這時他們可以避免一直當被占便宜

的笨蛋，也可以穩固甚至強化既存的社會階層。這樣的論點已經超越一

般以功能論觀點探討社會合作的立場，而是採取批判性的論點，強調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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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有助於社會合作的發生，同時也建立了社會層級。但是，經過一段時

期之後，占優勢地位成員的付出不只是因為正向反饋機制，而是他們有

權力控制的意圖。如此透過聲譽發展的合作將產生未預期的後果，也就

是強化社會不平等。權力控制論在社會地位層級出現以後，可能可以更

為貼切地解釋為什麼社會地位高的社會成員願意選擇性地提供一部分公

共財，以及為什麼社會地位層級的出現反而是有利於解決公共財的悲

劇；可是更長遠的成效卻是他們牢固不可挑戰的優勢地位。

有些學者認為，聲譽是一種社會資產（Millinski, Semmann and 

Krambeck 2002），是在交換過程的可能收益之一。不過參與互動的成

員對於聲譽的意義是什麼，可能和理性交換論的觀點有些差異。社會階

層的研究指出，聲譽是一種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區隔的標記（marker），

這樣的象徵標記可以用經濟資源去製造。但是轉換之後的象徵標記卻是

由擁有者把持，原來缺乏這些聲譽象徵標記的社會成員很不容易取得優

勢群體的符號地位（Bourdieu 2002）；也就是說，這些聲譽的不可交換

性會逐漸提高。這種透過象徵區隔上下從屬的社會階層是在資本主義發

展過程中，白領工作者為區隔他們和資本階級的差異所發展出來的。所

以，聲譽作為一種社會交換的媒介，當社會行動者所賦予的意義不同，

他們因而採取特定社會行為的理由也不同。例如，一些社會行動者是為

了社會地位的象徵標記，製造社會階層之間不可流動的門檻，才願意合

作並對公共財的付出。這些社會行動者所期待的不只是別人的物質或非

物質的回報，更重要的還是別人甘願支持這種社會地位階層的差異，不

會去挑戰這樣的制度。Willer（2009）的研究成果指出，在沒有確定答

案的任務中，受試者看到地位高、聲望高的行動者提出的答案之後，很

少去改這些人的答案，反而是傾向於接受他們的意見。也就是說，人們

接受社會地位高的社會成員之影響。其實這就是彰顯社會控制論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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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只是Willer並沒有從這個角度解釋他的研究成果。社會地位高的成

員對於聲譽的詮釋不僅是象徵標記，而且是控制媒介；取得這樣的標記

就不是單純的利益交換。所以在人類學的田野研究記錄中發現，有些領

導者即便在自己財力有限的狀態，仍然要滿足追隨者的物質需求，以維

持自己象徵地位的現象（Mauss 2000[1872]; Sahlins 1972）。

在社會團體的層次，社會成員的連結和對團體的認同感有助於促成

合作和強互惠的規範；當社會行動者之間有社會連帶，也利於形成社會

網絡（Heckathron 1988, 1990）。社會連帶的存在使得社會成員的溝通

是可能的，也增加彼此之間對於社會群體規範的瞭解。透過語言傳達承

諾可以提高相互的信任，而符號所交換的情緒感受則有利於認同感的形

成，因而在規範、認知與情感的層面都可能促進互惠和合作，讓團體成

員更願意去幫助其他人。當然，社會團體也是其成員進行社會學習和瞭

解規範的主要場域。若團體成員內化互惠與合作的價值和態度，大多數

的社會互動都會是以公共利益為主；在這樣的社會團體裡，仍會有部分

成員是投機或自利的。對於這些違反社群合作規範的行為，社會團體也

是一個懲罰與監督成本最低且最有可能產生效果的場域。因為有社會連

帶的成員會一起站出來處罰違規者，降低每個人因為懲罰所需要付出的

報復成本（Ostrom 1990）。

演化論指出，團體選擇是促成強互惠（利他）主義特徵能夠存留下

來的主要機制。當文化順從機制使得團體內部行為差異性減少，競爭選

擇機制便可以選出具有強互惠（利他）特徵的團體存活下來。因為團體

間發生競爭衝突時，團體裡面的強互惠行動者將推動團體內的合作，讓

內部合作的團體可以勝出；或者，強互惠（利他）主義懲罰的成本，比

起無條件利他主義低，所以可以存活下來。物質資源有限造成團體的生

物競爭，而社會群體發展出不同的社會規範，使得有些具有合作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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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可以在激烈的資源競爭中取得優勢位置，造成合作互惠文化元素

的留存與延續。在此，顯然生物選擇和文化選擇的機制是交互作用的

（Bowles and Gintis 2005: 9）。

（二）強互惠者與自利者的社會互動

一個社會存在不同特性的社會行動者，有強互惠、弱互惠和絕對自

利的行動者；這些人在一起進行社會互動，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呢？當一

個社會存在著自利者和強互惠行動者時會發生什麼後果呢？第一種研究

取徑是強調兩種類型的行動者混合在一起時，自利行動者的投機行為會

使得強互惠的行動者不願意再付出，因此社會合作的行為或是公共財的

提供將逐漸消失。如果要讓強互惠的行動者繼續進行合作行為、付出成

本讓社會群體得利，那就要發展出懲罰投機者和自利者的機制。Fehr等

人（2003）的研究指出在公共財遊戲中，一開始即便可能有些人搭便車

坐享其成，仍有一些強互惠行動者願意付出；但經過一段時間（可能五

次以上的社會互動）之後，那些強互惠的社會行動者就不願意再付出；

最後（十次或十五次互動）就沒有一個人願意付出。當強互惠的行動者

一直被占便宜，他們容忍到一個程度後，就不願意再參與公共事務。但

是，如果他們可以（透過閒言閒語或是物質）懲罰那些自利的投機者，

那麼強互惠的人將會一直付出，而投機者也會積極主動地提供公共財並

參與公共事務。

第二種研究取徑是連結社會團體內與社會團體間的往來，探討強互

惠與自利行動者的互動。即使強互惠成為一個團體的主要規範，但是整

個社會卻仍有強互惠與自利的不同社會團體。這裡有三個重要的問題值

得探討：第一、強互惠或是自利的團體形成後，他們有堅強的我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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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這些團體的成員是不會和陌生人互動、和陌生人合作的，如何跨越

地域主義而發展出普遍的信任與合作呢？第二、強互惠的合作團體和其

他自利團體互動時，他們可能很容易就被欺騙，進而破壞其原有的合

作規範，因為欺騙會讓強互惠者不願意信任他人或進行合作（Macy and 

Skvoretz 1998）。第三、一個強調合作、寬恕和奉獻的宗教團體或社

會，他們在征服其他群體後，常常會製造社會團體的階層差異，而不是

整合另外一個團體，打造一個平等的社會。舉例來說，新幾內亞地區小

型原初社會間的戰爭，勝出的是組織良好、有強互惠的稟性、成員願意

合作的團體，但是打仗勝利後，外族或外團體的人就成為俘虜和奴隸，

建立並且穩定維持社會的階層（Bowles and Gintis 2011: 133-147）。強

互惠的稟性與合作的規範限定在小團體內，但是卻在演化競爭後，製造

社會不平等，這是一個弔詭。那麼問題是，強互惠如何在社會團體不平

等的狀況下，擴大到團體與團體間，再到整個數千萬人的社會呢？合作

或強互惠的規範也必須遭遇到社會群體其他的規範，例如市場競爭或層

級組織支配服從的規範，這些不同規範在什麼條件下，才會成為一個社

會的主導性規範？

前面的討論已經提到過，社會行動者面對陌生人，會透過投射

（projection of one’s intentions onto the partner）與偵測（detection of the 

partner’s dilemma）兩種機制來決定是否要和這個陌生人互動（Macy and 

Skvoretz 1998）。投射是一種根據過去與相同類型行動者互動的經驗猜

測他者的意圖；偵測則是建立在行動者的意圖是會透過情緒的元素或

是聲調表達出來，也就是Goffman（1972）所提到社會互動流露（give-

off）的訊息：當社會行動者具有特定意圖，它所帶動的情緒感受會自然

而然表現在臉部表情與聲音音調等非語言行為，這些表情與音調是無法

假造的。如果社會行動者能夠正確的鑑別出他人所傳遞的訊息，這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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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決定是要合作或是出走。如果他認為這個陌生人是不可信的，他會

選擇不往來，而不是背叛。投射與偵測可以讓兩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取

得一些資訊，藉此判斷他們要在這次的互動中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所以

對Macy等人來說，陌生人之間不是完全無資訊或陌生的狀態。由於社會

行動者具有投射和偵測的能力，因此他們會搜尋那些具有合作特徵的成

員。當他們投射與偵測的能力越來越熟練時，在社會互動被欺騙的機會

降低，也越能夠找出那些願意合作的他者；所以願意合作的行動者有更

多的機會一起互動，造成合作者的優勢（cooperator’s advantage）。這時

合作的團體成為一個一個小群體，他們創造出來的社會交換成果優於成

員相互背叛的團體，當然存活的狀態就更好。同時，這些小團體也因為

成員長期的合作行為逐漸發展出強互惠的規範。

另外，從合作型小團體擴大到整個社會進行合作，Macy and 

Skvoretz（1998）也提出相當有創見的論點。他們指出，這些合作型小

團體的成員，如果跨越團體的邊界和其他團體成員互動，特別是那些彼

此不願意合作的團體成員，那麼將有機會透過這樣的社會接觸改變其他

團體的互動模式和規範。一方面，這些以相互背叛為主的團體仍然存在

著一些願意合作的成員，只是他們碰到的大多數是不願意合作的成員；

當外來而願意合作的互動對象加入，在投射與預測機制下，人們可以找

到願意合作的互動對象。另一方面，當合作的次數和頻率增加後，合作

社會互動的好處會呈現出來，原來團體內大多數不願意合作的人，也會

逐漸地選擇這種行為模式。

他們也指出當一個社會存在著數量很多的合作型、以強互惠為主要

規範的小團體，這些小團體在空間上是接近的，也會發展出一些網絡的

連繫關係。小團體成員主要的社會互動是和其它成員為主，但有一些機

會（例如10%）和陌生人互動。這樣的社會結構是最有利於將強互惠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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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和合作行為由小團體拓展到整個社會。同時，也可以在合作型小團體

被自利的陌生人入侵破壞強互惠規範與合作行為、但彼此之間的合作信

任還沒有完全被破壞的時候，透過存活的合作型小團體，重新恢復整體

社會強互惠與合作行為。

許多強互惠的團體都是小規模的，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力相當有

限。但是當這些團體的數量增加，並搭配空間的接近性和團體網絡的形

成，強互惠社會團體就可以改變既存的社會結構。這是從微視層次的社

會組織連結到鉅視層次社會結構的一種形式，也顯現出社群治理模式是

可以普及到整個社會的。

第三種研究取徑是把強互惠行動者當成是無條件的利他主義者，從

事社會合作行為完全不求回報。在和自利者進行互動時，我們會觀察到

無條件的利他主義者無論在是否有聲望回報的條件下，都會進行合作行

為。因此我們可以預期他們在有人搭便車時，仍然會繼續採取合作行為

或提供公共財。另一方面，自利者在沒有明顯可以取得象徵回報的互動

情境（純粹利他）裡給予他人聲望回饋時，給的比在可以明顯得到象徵

回報（自利）的情境裡要高。也就是說，自利者給純粹利他主義者的聲

望評價比自利者高，自利者的聲望獎賞之行為模式鼓勵純粹利他主義

者。純粹利他主義者的慷慨合作的行為表現，未預期的替自己帶來更高

的聲望回饋，也未預期的彌補了他們付出的損失，這使得他們不會因為

自己資源不斷地流失而被自利者淘汰（Simpson and Willer 2008: 49）。

（三）小結

本文預設社會行動者是強互惠的，而非如Hobbes假設的自利，從

微視層次的預設出發，發展社群治理模式。社會行動者的強互惠特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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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建構的，也就是強互惠是繼承一個社會歷史與文化資產而逐漸形成

的。社會行動者的特質在社會化或社會學習的過程中也會改變，就像瑞

士的青少年小學階段學到平等主義，但是到了國中階段頻繁地接觸到學

業和體育比賽等社會競爭，慢慢地會傾向功績主義；而年齡更為增長後

熟悉資本主義的運作，有些人就會非常積極地強調效率的重要性（Fehr 

et al. 2008）。

前面討論到形塑強互惠的機制可能會和社群治理所強調的平等和互

惠的基本原則衝突矛盾。這樣的反省批判是要指出，強互惠的行為預設

也可能使得社群治理失效。例如，聲譽促成的強互惠稟性，最後發展出

來的是地位、經濟資源與政治權力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如果沒有任何社

會平均（social leverage）的機制，將會使得不平等更為鞏固，終究造成

強互惠、平等與合作行為無法出現或持續（Bowles and Gintis 2005）。

另外，團體選擇的機制其實是透過團體間的競爭來淘汰不同類型的團

體，這種競爭只會強化我群團體的邊界，以及團體的對立，其結果可能

造成社會團體上下從屬的層級，使得具有強互惠和重視合作平等規範的

社會團體，無法逐步向外擴散進而促成整個社會成員的合作。

既然社會行動者的強互惠稟性是社會建構的，因此在現實社會中，

每個社會行動者具備強互惠價值的程度並不相同（Kahan 2005: 368），

也就是說，一個社會存在著各式各樣的行動者，從具有高度強互惠（無

條件利他主義者）到完全自利者都有。當強互惠行動者遭遇到自利的行

動者時，強互惠行動者在觀察到自己不斷地被占便宜，且付出成本對自

己的繼續生存是不利的情況下，便不會再付出。除非社會建立懲罰機制

或是發展出堅實的社會規範，才能讓他們繼續付出。換句話說，即便我

們預設社會行動者是強互惠，但是在一個異質且強調自利的社會中，他

們仍不容易存續，也因此限制了社群治理模式建立和拓展的可能性。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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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Simpson and Willer（2008）指出，自利者對於純粹利他的行為會給予

比較高的評價和聲譽，和自利原則不一致，不過這個機制並不能夠完全

解決自利者取代純粹利他主義者和強互惠行動者的問題。

外在的制度條件也會影響強互惠行為的實現以及強互惠社會團體組

成的可能性。例如，在一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競爭和自利變成

主流價值，公共財悲劇發生的機會當然就比較高。要探討社群治理模式

在一個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必須先探討不同類型和稟性社會行動者分布

的型態、社會團體的互動關係以及外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的影響。

總結來說，強互惠的社會行動者所構成的團體，不必然會形成互惠、合

作與平等分享的社群治理原則，從微視層次到社群層次的連結是相當動

態與複雜的。只有在社會群體存在的社會情境下進行分析，才可能更完

整的釐清一個社群強互惠行動者存在的比例，以及強互惠的行動者和自

利的行動者互動產生社會互動規範的型態是不是符合社群治理的互惠、

合作與平等之原則。

社群治理的模式是層級指揮命令模式和市場自利競爭模式的可能替

代選項，或者是彌補這兩種治理模式之不足的方案。一方面，層級式的

政治制度運作，相較於社群治理模式，會有設置成本高、組織成員的惰

性和無效能、組織成員濫權與舞弊、資訊偏差性篩選與不完整、組織目

標錯置等問題，於是產生層級式政治組織失效的問題。若要治理公共

財，有時採取社群治理會比層級治理模式更有效率（Ostrom 1990）。此

外，一般政治體制中的層級式行政組織是由代議民主產生之民意代表進

行監督，避免其失效。但如果一般公眾能夠更為積極的參與公共事務和

公共政策的討論，則可以提升政策決策的品質並加強對行政組織的制衡

能力，這正是晚近臺灣一些非營利組織與知識份子倡議審議民主的公共

參與所要達成的目標（林國明、陳東升 2003, 2005；陳東升 2006;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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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u 2007; Deng and Chen 2007）。審議民主的公共參與模式正是建

立在平等參與、相互尊重和公共利益取向等社群治理的原則。運作政治

制度或是制定公共政策時，由下往上的社群治理模式是一個可以和菁英

治理模式結合應用的方案，也可以是替代權力集中的決策模式之方案。

另一方面，市場競爭治理模式已經主導過去兩百年人類社會的資源

分配方式，提升整體資源使用和生產的效率，不過它也產生一些未預期

的負面作用，例如強化社會不平等與階級衝突、製造負面外部性和公共

財的悲劇等問題（Ostrom 1990; Wright 2010）。以社群治理為基礎的經

濟資源分配模式則可以替代資本主義或補救市場治理模式所造成的問

題。例如，在歐美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以社群治理為依據的社會

經濟模式是因為歐洲（特別是法國）的社經發展危機而開展出來的。

第一階段的社會經濟組織是互助支持組織（mutual support organizations, 

mutuelles），於1840年代到1850年代之間，工匠團體面對市場競爭逐漸

瓦解而興起的。透過互惠支持團體，工人可以避免疾病、意外、死亡或

失業等風險，也可以在工人的結社團體減少疏離感。第二階段則是發生

在1873至1895年，因為集中型（資本密集）的資本積累模式之興起，小

型的農工生產者組成農業合作社或是儲蓄合作社來降低這種模式對他們

的衝擊。第三階段是1929至1932年全球經濟大恐慌，一般民眾透過組成

食物或是住宅消費合作社來取得可以負擔的生活必需品。第四階段則發

生在1970年代，是為了回應大量生產的經濟危機，以及福利國家過重負

擔的危機。一方面，用發展在地經濟來面對大量生產的危機，會更進一

步強調經濟活動用來改善生活及增加社群團結連帶的社會使命和非營利

性（not-for-profit）；勞動階級設立的合作生產組織就是實現這些目標

的一種模式（Mellor, Hannah and Stirling 1988）。另一方面，發展由工

人擁有的企業來解決福利國家已經無法負擔的高失業率問題，也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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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新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外，發展出另一種替代模式

（Moulaert and Ailenei 2005）。近兩百年來歐美社會，社群治理的經濟

模式雖然是次要的，但經常成為資本主義的替選方案之一。

綜合來說，社群治理的模式是以公民為主體，透過參與、互惠、合

作和平等原則的運作來進行經濟資源或是政治權力的分配和使用。社群

治理的模式雖然會在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出現危機或是科層行政組織受到

挑戰時逐漸興起，但是很少受到社會公眾的重視。本文主要的結論是，

面對市場或層級組織的失效，社群治理模式是在經濟與政治制度運作的

一個關鍵性方案，因為它促進公民社會成員的參與和投入，達到創造公

共利益和維繫個人利益的目標。面對當代國家與市場失效，社群治理模

式的應用就是一種社會創新，也是一個具有社會實踐意涵的討論。

三、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

當代資本主義與國家權力支配造成危機時，我們有必要提出替代的

方案，那就是以社群治理為原則的制度。以逐利為主的經濟組織及經濟

制度強化了社會不平等，並使得階級剝削更為嚴重。這忽略了設立資源

交換體制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讓社會行動者取得維持生活所需要的資

源，而不是讓富有群體享受豐裕生活、貧窮群體處於挨餓受凍的情境。

在探討以互惠為目的的經濟組織，或者是建立在社群治理模式的經濟組

織時，通常是以原初社會為範例，分析以分享為原則的資源生產和提倡

交換制度的道德經濟體（Scott 1976）。

Sahlins（1972）所代表的原初主義透過對於小型部落的研究，發現

游牧狩獵與採集的資源取得模式所發展出來的價值體系，是部落成員不

願意擁有太多的財產，並且只有有限的需求，食物分享是部落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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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這樣的部落生活讓所有成員都能夠維持基本生存條件，貧富差距

存在但是並不明顯。Sahlins有關原初社會的論證，得到一些人類學研究

的支持（Mulder et al. 2009; Wells 2010）。這樣的研究帶來的啟發是，

人類歷史經驗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存在互惠的經濟制度，也達成提升社群

成員福祉的目標。不過人類社會變遷常常是不可逆轉的，當農業革命發

生之後，世界人口數量大幅增加，無法仿效原初社會的居住和生活模式

來解決社會不平等和社會群體剝削的問題。換言之，浪漫的原初主義是

不大可能成功的。

因此美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學者Wright（2010: 131-145）並沒有採

取原初主義的觀點來思考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他認為解決資本主義問

題的軌跡是多重的，而非單一線性的發展；他以公民社會參與經濟與政

治體制的不同組合來分類，反而指出替代模式是多樣的。公民社會包括

工會、消費者團體和環境保護團體等；進入經濟體系的途徑有社會資本

主義、合作的市場經濟制和社會經濟制等；而公民社會進入政治權力體

制則以社會民主式的國家經濟治理、組合主義式民主的經濟體系與參與

式國家經濟治理模式等三類為主。所以整體來說，可以發展出國家社會

主義、社會民主式的國家經濟治理、組合主義式民主的經濟體系、社會

資本主義、合作的市場經濟制、社會經濟制與參與式社會主義等七種模

式。在這些模式中，社會資本主義、合作的市場經濟制、社會經濟制與

參與式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社群治理的基礎。但是，參與式社會主義主張

所有的權力和經濟資源的分配都是透過社會所有成員討論後決定，而且

社會成員從事的工作沒有複雜的分工，社會行動者是擁有相當的技能和

知識，這樣的理想狀態是很難達成的。因此本文限定在對「社會資本主

義」、「合作的市場經濟」與「社會經濟制」等三種模式的討論。

公民社會的團體透過投資取得企業股份、或是藉由政府規定企業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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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部分所有權給公民團體、甚至於公民團體自己創設企業組織以有限利

潤和履行社會責任為目標進入市場運作、或是社會運動團體要求既有的

企業符合公平交易、低碳生產或是國外代工廠合理工作條件的要求，都

是社會資本主義的表現。最近十多年來，歐美社會所倡導的社會企業或

是社會企業責任等，都可以說是由資本主義調整到社會資本主義的方

向。其次，「合作式市場經濟」的所有經濟體都是由社會行動者共同擁

有資產的經濟組織。它們透過市場取得所需要的資源後，再由經濟體的

成員共同決策如何分配這些資源。前面提到的工人合作經濟組織、農民

合作組織、儲蓄合作社或是消費者合作組織都是合作的市場經濟之代

表。最後，社會經濟制則是以非營利的目的，強調互助，並不進入市

場。這類制度的例子有非營利組織設立的老人安養院、教會慈善組織和

維基百科等等，而生產者與消費者共同組成的社區支持型農業（CSA）1 

也是一種社會經濟的代表性範例。

目前在臺灣觀察到從公民社會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的另類方案，基

本上是符合前面討論到的合作式市場經濟、社會資本主義和社會經濟的

模式。新竹司馬庫斯的原住民部落，族人組成合作經營的民宿組織或是

宜蘭白米社區居民組成的社區合作社經營木屐博物館、南投魚池的森林

紅茶農作班等是比較接近合作式的市場經濟。而為了達成新聞自主、協

助弱勢群體、環境保育、糧食安全或是永續農業等社會目的，進入資本

主義市場體制的日月老茶廠、上下游新聞市集、大王菜舖子等則是比較

接近社會資本主義。此外，由非營利組織勝利基金會、陽光基金會等所

創設的庇護工場或是彭婉如基金會推動的老人照顧、居家服務工作、新

故鄉文教基金會創辦的紙教堂生態園區、勵馨文教基金會創設的愛馨會

1  生產者所需的生產成本計算出來之後，由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分擔，生產的農產

品消費者依需求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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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也是屬於社會資本主義的模式。在台東和新竹地區推動的社區支持型

農業則是屬於社會經濟的範疇。這些不同方向的努力在開創社群治理的

經濟模式及解決社會不平等有其重要的貢獻。

臺灣社群治理型經濟組織的出現，並不是像英國由政府主導推動，

而是因為劇烈的災變（921地震）或是社區總體營造的歷史情境，促使

外來專業者進入社區或者由社區居民動員成立社區經濟體。因此這些組

織的規模與數量在短期內是無法快速擴充的。但這些基層發展出來的社

區經濟組織具有公民培力、在地敘事、發展地方社會經濟知識和創造社

區公共資源等特性。宜蘭白米社區因為附近水泥廠造成嚴重空氣污染，

居民組成社區抗爭團體要求改善，這樣的事件增進居民建立參與公共事

務和合作動員的能力。在環境議題得到改善後，居民成立社區合作社推

動社區經濟，也建立讀書會、壘球隊、社區發展協會等社區組織進行社

區營造的工作。藉由社區歷史的考察和實作，將過去生產木屐的經驗定

位為社區經濟發展的主軸，由居民自行建構歷史敘述把社區和木屐文化

結合起來，設立木屐博物館和木屐文化的體驗旅遊，讓外來的公眾瞭解

白米社區的生活經驗和文化，並且促進社區經濟的發展。這樣的社區經

濟組織是以居民的生活為主體，不是販賣商品，而是要讓外來者瞭解社

區。社區旅遊所累積的資源是用來創造社區工作機會、落實社區生態環

境的保育、舉辦社區藝文活動和推動社區老人安養與照顧方案。2 白米

社區及宜蘭、花蓮和南投等地社區經濟組織的案例，與Gibson-Graham

（2006）記錄的澳洲、菲律賓與美國的社區經濟組織形成機制是相當類

似的。若再進一步透過知識和人才擴散的機制與社區網絡連結平台，將

已經形成的社區經濟組織經驗推展到臺灣的不同縣市，將可能形成臺灣

地方經濟的主體。

2 2012年5月實地田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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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社區經濟發展社群治理的另類經濟組織之外，專業人士或是公

共知識份子也透過組成基金會或社會企業來進行社會創新與社會實踐。

這些嘗試主要發生在都會地區，並且以全國性或是人類社會共同關注的

議題為標的。他們有些是因為女權、環境或土地正義等社會運動議題形

成社會經濟組織，結合社會運動策略、立法與政策遊說、經濟生產事務

的參與等不同模式來完成他們的社會使命。彭婉如基金會是由長期參與

女性權益保障的社會運動者創設，她們試圖降低女性的家務勞動負擔並

創造中年女性工作機會，因此媒合參與托育、課後輔導、家事服務與老

人照顧的服務提供者和需求者，也同時建立基金會穩定且獨立的經濟資

源。另外，推動女權、托育與老人照顧相關議題的進步性立法、建立社

區居民為主體的公共利益取向的教育和照養制度，也是彭婉如基金會的

重要工作項目。例如，她們在2011年遊說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通過；由於這些法案規範托育及兒少福利政策的

決定和其服務管理及費用標準的擬定等事項必須要有公民參與，因此可

以促進參與式社會經濟體制的發展。3

社區團體和非營利組織在市場與國家部門之外，透過不同的路徑創

設另類經濟運作模式，這是相當重要的社會創新與社會實踐。但是這些

創新和實作如果沒有思考基本的經濟和政治結構性問題，可能就會見樹

不見林。因為若僅只倡議這些社群治理為基礎的經濟運作模式，就會接

近馬克思（1988[1848]: 75-84）在共產主義宣言中，對於各種社會主義

（社群治理模式）忽略資本主義階級對抗與階級剝削基本結構的批判：

這些模式只試圖找出其他可能解決方案，但卻沒有解決根本的結構問

題。

3 2012年3月實地拜訪與座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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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經濟組織、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企業4 或是社會經濟制的社區

利益企業（community-interested company）在臺灣的進展可能有其實用

主義取向，也就是說面對臺灣財富分配不平等、相對高的總體失業率和

青年失業率、弱勢社群的協助或是其他重要公共議題所採取的方案。或

者，這些可能的替代方案比較容易得到臺灣社會比較多數人的支持和認

可，畢竟這是在既有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的社會改革，並沒有挑戰市場

競爭制度、私有財產權、利潤分配方式或經濟權力運作模式。最後，這

些替代方案也可能是整體社會轉型的階段性選擇，透過這些改革型社會

經濟組織的參與，讓更多的公眾瞭解以經濟交換制度達到互惠性與公共

利益的可能性。擴大這些社會經濟組織在當代社會的比例，提供有意義

且充分的就業機會，並逐漸取代既有的營利經濟組織。替代型社會經濟

組織的推動如果能夠結合適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革新，或許可

以造成人類社會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變革，從資本主義與代議式政體往

社群治理的政經模式發展。

透過分析合作經濟組織運作的代表案例西班牙Mondragon，我們可

以發現若尋找資本主義經濟組織替代方案，只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

發，卻沒有結合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變革時，所可能產生的限制。美

國人類學家Kasmir（1996: 194-199）指出，大多數有關Mondragon的研

究都是針對管理者或是組織領導者的研究，沒有進入勞動現場長期觀

察與訪問勞動者的意見，也沒有比較西班牙當地的合作經濟企業和私

人企業的差異，這將失去完整掌握Mondragon運作方式對於工人階級和

經濟資源分配方式的影響。根據田野研究和比較研究的結果，她指出

4 社會企業指的是達成社會目標，而不是為了極大化利潤，但透過市場運作取得所

需的資源。社會企業由雇用者共同擁有，並參與企業決策，設定上限所取得的利潤

是平均分配到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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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ragon的三個迷思。第一、Mondragon的合作主義並不代表經濟平

等與經濟民主，這個合作企業的經營仍然強調效率。為了提升效率，

Mondragon員工每天的生產壓力和私人企業是沒有太大差別的。而且，

增加管理階層但降低基層勞工的差別薪資結構經常被提出來討論，也是

Mondragon工人抗爭的主要原因。第二、合作經濟體強調自己是非政治

性機構，這完全脫離了當地因為民族主義或是階級衝突所長期發展出來

的積極社會參與和政治抵抗傳統。而合作經濟體的運作使得參與這個體

制的勞工對政治冷漠，不願意參與當地私人企業所發動的勞工運動。而

這樣的經濟組織模式不可能成為整個區域的社會改革方案，反而只是將

部分勞工隔離到特定的組織裡面。這些質疑對於我們思考「合作經濟體

和社會企業在什麼條件下可能成為資本主義替代的方案」有更深刻的反

省。第三、合作經濟組織的運作對於參與的勞工，賦予一小部分的所有

權，並透過合作經濟宣揚共同合作與生產的意識形態，重新塑造他們的

階級認同（從勞工階級轉向中產階級，但不一定是資產階級），從而在

一個地區內部分割了整體的工人階級認同。因此，只有組織內部的分析

絕對不夠，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探討對於思索資本主義替代方案是

必要的。

創設新的社會經濟組織與基進社會改革運動不是分割或對立的，而

是連結在一起的，至於如何連結則必須要由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來決

定。替代經濟組織的提出，不能只停留在實用主義的想像。另一方面，

Wright（2010）指出以社會革命為主軸的社會變遷策略，經常產生集權

的政治經濟體制。因為一個群體發動激烈變革後，若要立即鞏固改變的

成果，通常只能將權力集中。開放公共討論、民主參與很可能造成混

亂，而一旦權力集中就難以逆轉，因此社會運動或社會革命也是有一些

限制。如何考量一個社會的現況、由下往上推動漸進式社會改革與在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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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歷史軌跡中的機會點結合基本的結構性變革，都是需要深刻思考的問

題。

四、結論

本文建立在社會行動者是強互惠與考量公共利益，而非完全自利的

前提下，探討依據平等、互惠與合作的社會治理模式得以生成的微視面

和鉅視面的作用機制，並且闡釋強互惠的社會稟性是在社會互動和特定

歷史及社會情境中逐漸發展出來，且持續被社會建構的。社群治理在市

場或層級組織以外，被當成一種調節管制社會關係的理念型，具有重要

的理論和實踐的意涵。在社群治理的模式下，經濟資源或是權力的生產

主要是透過社群成員自動參與和治理，而成果的分配則是為了增強社群

成員的福祉與社群的公共利益。這和社會學持續關注的平等、正義與合

作吻合，也提供了市場或層級組織失效的另外一種出路。面對當代資本

主義發展與代議民主所面臨的困境，社群治理模式讓我們有了創新替代

方案的理論基礎，並且進一步打造出不同的社會經濟組織和制度設計之

可能性。

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的連結企圖彰顯理論思考和社會實踐的緊密結

合，理論反省提供社會實踐可能的創新構想，社會實踐則回饋理論發展

的方向。本文的立場是：社會學知識具有論理、批判與解放的目的，或

者說社會學知識形成同時包涵了專業發展、批判社會學與公共社會學等

三個不同面向。因此社會學的研究除了在理論上的突破以及對於當時社

會議題的批判與反省之外，應該要發展出一些創新的社會實踐形式，試

圖在不同的面向去解決社會不平等、社會群體衝突、科技文明發展的負

面衝擊以及人與環境生態的破壞性共存等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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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當我們進入到社區、進入到公民社會，觀察到社會行動

者透過實作累積社會創新與社會組織的能耐，並且真實的打造出我們在

文本裡才看得到的社會互動和生活的方式，那是非常令人震撼的。特別

是在臺灣各地，有一些長期在地方上努力實作的社會改革者已經發展出

許多有意義的另類社會經濟生活模式，且這些豐富的社區經驗和實作案

例已經讓在地民眾生活在互惠、合作與社群支持的社會情境。這些案例

可以驗證社會學的論點，也可以開創新的社會學理論。由下往上的實

作，如果能夠搭配理論的思考，由在地社會實踐者和社會學研究者協力

進行知識創新，將可以深入理解長期社會變遷的困難和問題，並一起開

展更為完備地社會變遷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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